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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经济联系和经济依存是否会带来和平？ 古典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

论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这些理论没有用规范的科学研究方法来证实这一结论。 新自

由主义影响下的当代西方商业和平论用定量的研究方法确认了经济依存与和平之间

的正相关关系。 但这些模型在建立过程中往往没有像古典自由主义理论那样坚持公

平正义的原则，忽视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依存可能会对一国的社会和政治发展产生的

消极影响，从而导致其估算存在偏差。 作者使用新的模型和数据对加茨基模型进行了

改进，并使用了混合研究方法（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来说明定量模型中缺失的因

果机制。 新的模型说明，当两国间资本流动量越大，发生国际冲突的可能性也越高。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学术批评完全建立在加茨基模型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其内在模

型的解构而建构出了新的理论模型并得到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中国学者可以采用这

种学术批评方式参与中西方的理论争论，从而推动理论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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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论

经济联系或者经济依存是否会带来和平？ 如果是，为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德之

间高度的贸易相互依存性没能阻止两国间战争的爆发？ 如果不是，那么在什么情况下

贸易不会带来和平？ 如果如同现实主义者所宣称的商业利益总是无法战胜现实利益，

例如国家生存和权力最大化的诱惑，那么讨论商业和平有何意义？ 现代高度一体化的

全球经济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国家和国际关系结构？ 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上述问题

进行了长久的理论探索，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尽管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

尤其是大国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但是通过对这些理论进行细致的考察，本文发现

它们也存在一些理论缺陷，甚至具有一定的误导性。 推动国际关系的理论创新需要我

们不断大胆审慎地对既有理论的核心假设、研究方法和理论命题进行细致的剖析。 本

文试图以商业和平论为例，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批评。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中外学者已经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展了学术批评。 但是学

术批评的方式是多元的。 在中国，主流的批评方式是先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行

简述，然后在此基础上介绍西方学者（来自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和其他流派）对自由主

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批评。 而本文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是从该理论自身出

发，以探究其内在的矛盾为出发点，进而提出其内在的问题。 换句话说，一些学者是在

“进口”西方学术界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批评，这些批评在被中国学者介绍之

前业已存在；而本文是通过考察自由主义的理论模型，直接“生产”学术批评，是一项

新的研究工作。 本文的目的不是为证明两种方式孰优孰劣，只是希望进一步引起中国

学者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反思和创新。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简要介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要素和商业和平

论的发展历程；第三部分重点分析新自由主义兴起之后对商业和平论的理论发展产生

了哪些影响，埃里克·加茨基（Ｅｒｉｋ Ｇａｒｔｚｋｅ）的资本主义和平模型作为当代商业和平

论的代表性成果会被重点引入；第四和第五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即对以加茨基模型为

代表的当代商业和平论分别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进行理论解构和重构；最后是结论。

二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商业和平论

自由主义理论是与现实主义、建构主义三足鼎立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三大主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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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之一（见表 １）。① 而商业和平理论则是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支

柱之一。② 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采用“自上而下”的推导逻辑、强调国际体系架构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不同，自由主义理论则采用“自下而上”的推导

逻辑，强调国内要素，如国内的理性个体及社会团体的偏好（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ｐｒｅｆｅｒ⁃

ｅｎｃｅ），注重国内政治制度对国家对外政策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国际关系。 自由主义

理论学者安德鲁·莫拉维切克（Ａｎｄｒｅｗ Ｍｏｒａｖｃｓｉｋ）运用伊姆雷·拉卡托斯（ Ｉｍｒｅ

Ｌａｋａｔｏｓ）的科学研究纲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将这一自下而上的逻辑定

义为自由主义的理论核心，③并在此理论核心基础之上发展出了三大假说。 其中强调

国际贸易带来的商业利益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即为商业和平理论，其核心假说是因

为贸易比战争成本更低、收益更大，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会采取和平的对外政策以确

保从贸易中获得的利益最大化。

表 １　 西方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的基本特征

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 建构主义

基本分析对象 国家（ｓｔａｔｅ） 个人（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非物质的思想，规范，观念、文化等

理性假设 理性 理性 不强调理性假设

因果关系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 探寻因果关系 探寻因果关系

强调建构环境作用（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不一定探求因果关系

自变量 权力结构
个人理性选择（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及国内政治制度
观念或规范性变量（ｉｄ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国际体系结构
无政府状态
（ａｎａｒｃｈｙ） 相互依存（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强调个体与结构之间的建构过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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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建构主义革命兴起之前，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长期分庭抗礼。 甚至可以说没有威尔

逊主义十四点和平纲领，就不会有摩根索对此的批判以及后来华尔兹对现实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参见 Ｂｒｕｃｅ Ｒｕｓｓｅｔｔ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Ｏｎｅａｌ，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Ｐｅａｃ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ｉｔｙ： Ｗ． Ｗ． Ｎｏｒｔｏｎ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０１。 另外两大自由主义理论是民主和平理论和国

际组织 ／ 制度主义（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有西方学者倾向于将制度主义单独列为一个理论流派，而在自由主义理论中

用普遍价值取代国际组织和制度的作用，但学界对此尚存在争议，特别是在如何使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普遍价值

的问题上似乎有很大困难。
Ａｎｄｒｅｗ Ｍｏｒａｖｃｓｉｋ， “Ｔａｋｉｎｇ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５１， Ｎｏ．４， １９９７， ｐｐ．５１３－５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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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学者经常将伊曼纽尔·康德（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Ｋａｎｔ）著于 １７９５ 年的《永久和平

论》作为贸易和平的开山之作。① 在此文中，康德提出了“世界性权利（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ｒｉｇｈｔ）”这一概念，即个人有权利与他国或他地居民发生贸易，而贸易双方基于自身利

益考虑有权利接受或者拒绝贸易的发生。 当这样基于双方自由意愿的贸易得到保障，

国家和个人就没有使用暴力来攫取自己想要的利益的动机和理由。② 亚当·斯密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同样强调非暴力胁迫的自由交易对和平和政治正义的促进作用。③ 但

是早期的商业贸易理论著作大部分停留在描述分析的层面，欠缺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中

严谨的模型建构和精细的因果关系分析。 比如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论只是认为当世界

性权利得到保障，持久和平就“应当”能实现，但对于贸易带来和平的因果机制却语焉

不详。④

诺曼·安吉尔（Ｎｏｒｍａｎ Ａｎｇｅｌｌ）爵士在 １９１２ 年出版的《大幻觉》一书中第一次尝

试科学化商业和平理论，并为其提出了第一个重要的因果机制：贸易带来机会成本的

变化。⑤ 安吉尔爵士认为，通过战争占领和统治他国土地的方法来攫取财富是当时欧

洲统治者们脑中的一个幻觉。 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后，土地在经济生产中的重要性逐步

下降了，而有熟练技能的个人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上升了。 通过战争攫取土地往往会带

来人力资源的大破坏，而且战胜国也需要花费很多资源来迫使被占领土地上的人民臣

服并有效地恢复生产，因此国际贸易成为比战争更有效的积累财富的手段。⑥ 一言以

蔽之，如果国家能理性地计算机会成本的话，它们会发现贸易与战争比起来成本更低、

收益更高，因此国际贸易的盛行会让战争手段变得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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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ｏｙｌ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８０，
Ｎｏ．４， １９８６， ｐｐ．１１５１－１１６９。

参见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Ｋａｎｔ， 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Ｅｓｓａ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ｗａｎ Ｓｏｎｎｅｎｓｃｈｅｉｎ ＆ Ｃｏ． Ｌｔｄ．，
１７９５。

塞缪尔·弗莱萨克研究了康德和亚当·斯密早期关于《国富论》的互动，认为康德和亚当·斯密一样相

信自由市场对国际间正义和繁荣的推动作用。 参见 Ｓａｍｕｅｌ Ｆｌｅｉｓｃｈａｃｋｅｒ， “Ｖａｌｕｅ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Ｋａｎｔ􀆳ｓ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Ｖｏｌ．１７， Ｎｏ．３， １９９６， ｐｐ．３７９－４０７。

因果机制应当能从微观细节上解释自变量 ｘ 的变化是如何造成因变量 ｙ 的变化的。 对因果机制的强调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定量分析中常见的关联但非因果问题，因此在近年来的方法论研究中受到了广泛的重视。
关于因果机制的定义和相关讨论，可参见 Ｈｅｎｒｙ Ｅ． Ｂｒａｄｙ， “Ｗｈａｔ Ｉｓ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Ｊａｎｅｔ Ｍ． Ｂｏｘ⁃Ｓｔｅｆｆｅｎｓｍｅｉｅｒ，
Ｈｅｎｒｙ Ｅ． Ｂｒａｄｙ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Ｃｏｌｌｉｅｒ， ｅｄ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ｐｐ．２１７－２７０。

参见 Ｎｏｒｍａｎ Ａｎｇｅｌｌ， Ｅｕｒｏｐｅ􀆳ｓ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ｉｍｐｋｉｎ，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Ｋｅｎｔ ＆ Ｃｏ．，
１９１３， ｐｐ．１３－２３。

一战的爆发证明安吉尔爵士的预言过于理想化了。 自由主义者对此批评的回应是，自由主义者不认为

国际关系中的持久和平是一蹴而就的。 相反地，战争是重要的学习手段———只有当各国人民和领导者从战争的

残酷中学到教训，他们才会回头审视自由主义商业和平理论的合理性。



安吉尔爵士的理论对商业和平模型的建立做出了两点重要贡献：第一，它确立了

商业和平理论的基本分析对象（ｕｎｉｔ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是个人的利益（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战争可以改变土地的归属，但很难改变人心的向背，因此不一定能为战胜国带来充分

的利益。 第二，它确立了贸易带来机会成本变化这一基本因果机制，成功揭示了康德

未能清楚解释的“为什么”贸易会带来和平这一问题。 这一机制在当代的西方商业和

平论学者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商业和平理论中最重要的微观机制。

举例来讲，理查德·罗斯克伦（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ｏｓｅｃｒａｎｅ）在 １９８６ 年出版的《贸易型国家

的兴起》一书中指出，二战后核武器的发展、小型自动武器的扩散（ｓｍａｌｌ ａｒｍ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

ｔｉｏｎ）、民族自决观念和游击战等新概念的流行使得军事侵略和占领的成本进一步上

升，而技术的进步和国际组织（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使得贸易的成本进一步降

低。① 正因如此，安吉尔爵士预言的机会成本变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了。 罗斯克伦认为

随着这样的技术进步，国家概念乃至国际关系基本架构（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也会发生

变化。 国际社会中的大部分国家由强调对土地的控制的 “领土型国家 （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逐步向强调对贸易的控制的“贸易型国家（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转化。 贸易型国家占

大多数的国际结构将会比领土型国家占大多数的国际结构更和平。②

近年来，马克·布劳利（Ｍａｒｋ Ｒ． Ｂｒａｗｌｅｙ）和戴尔·柯普兰德（Ｄａｌｅ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等

人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了机会成本机制。③ 他们的理论指出，预期贸易收益在国家的机

会成本计算中可能比当前的机会成本结构影响更大。 一战前夕德国选择与英国开战，

并不是因为德国错误地计算了战争和贸易的机会成本，而是因为德国认为在当时的国

际环境下未来从贸易中获得的利益预期将会下降，因此发展会受限。 发动战争的决策

在“长痛不如短痛”的冒险主义驱使下变成了理性的选择。④ 这一理论在某种程度上

推翻了机会成本机制，并将自由主义理论和现实主义的权力转移理论结合了起来。 战

争或是和平贸易取决于国家是否对贸易中获得的利益感到满意，而这一满意度是由机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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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ｏｓｅｃｒａｎ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ＡＺ： 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８６。

罗斯克伦理论的重要贡献是他将个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和系统（ ｓｙｓｔｅｍ）两个不同层次的分析对象链接了起

来，将强调个体的自由主义理论发展到了系统层面，回应了现实主义者对自由主义“不能解释系统层面因素”的
批评。 这也可以看作自由主义学者进一步“科学化”其理论的努力。

参见 Ｍａｒｋ Ｒ． Ｂｒａｗｌｅｙ，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ｉｎ Ｅｒｓｅｌ Ａｙｄｉｎｌｉ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Ｒｏｓｅｎａｕ，
ｅｄｓ．，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ｉｔｙ： ＳＵＮ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ｐｐ．６７－８０； Ｄａｌｅ Ｃｏｐｅ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ａｒ：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２０， Ｎｏ．４，
１９９６， ｐｐ．５－４１； Ｄａｌｅ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ａｒ：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ｉｎｃｅ⁃
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参见 Ｄａｌｅ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ａｒ：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ｐ．２７－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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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本结构和预期共同决定的。 这一理论对当今的世界显得特别重要———如果在崛

起的新兴大国中广泛存在着对当前国际经济金融结构的不满和对国际贸易获利的悲

观预期，参与全球化贸易并不能带来和平。 如果崛起的新兴大国认为当前的国际经济

金融结构不公平地为守成大国带来更多收益，而除了暴力手段不能改变这一现状的

话，战争并不是不可能的。 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国际结构和制度层面的公平正义，但
不幸的是，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当代商业和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一制度层

面的公平性问题。 本文认为，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商业和平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走入了

歧途，违背了古典自由主义中公平正义的原则，也不反映崛起的发展中大国的利益

需求。

三　 商业和平论的当代发展：新自由主义和加茨基模型

当代的商业和平论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工具。 新自由主义一开始是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从英美兴起的一套以自由市场为基本原则的经济政策。 它的基本内容

包括贸易与金融自由化，以市场为基本定价机制，私有化和抑制通货膨胀。① 新自由

主义要求国家和政府应当尽量少地干预经济生活。 诺姆·乔姆斯基（Ｎｏａｍ Ｃｈｏｍｓｋｙ）
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石在于（大型）企业应当能有效控制国际经济、用强有力的

手段来支配国家政策制定以及有能力影响新观念和思想的形成和固化。② 在这一定

义中我们已经能看到新自由主义对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的商业和平理论研究中的基

本分析对象、对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理解以及微观因果机制三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基本的分析对象从早期模糊定义的理性个体（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转向利益

驱动的企业。 社会这一概念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并不存在，③社会正义与公平也不在

新自由主义分析中占有重要地位。 国家概念也仅居于从属地位，其政策制定处于企业

利益的影响之下。
第二，自变量从早期简单的国家间双边贸易量向新自由主义制度变量转换。 举例

来讲，迈克尔·多伊尔（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ｏｙｌｅ）在被广泛引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论文中

明确指出，自由主义商业和平理论要求“在国际市场上所有的决定都应当处于国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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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ａｍ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Ｐｒｏｆｉｔ ｏｖ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ｉｔｙ： Ｓｅｖｅｎ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ｐ．２０．

Ｎｏａｍ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Ｐｒｏｆｉｔ ｏｖ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ｐ．２０．
“社会这一概念并不存在”即为撒切尔夫人在 １９８７ 年的著名言论。



干涉的领域之外”。① 帕特里克·麦克唐纳（Ｐａｔｒｉｃｋ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认为，国家操纵的贸易

并不能带来和平，自由贸易才能带来和平。② 麦克唐纳于 ２０１０ 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

中研究了财产所有制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发现当私有财产得到保证的情况下，从

贸易中获利的个体才有强烈的意愿去影响国家政策，希望国家保持和平的外交政策以

确保个体的获利。③ 麦克唐纳发现公有财产占主体的国家更容易卷入和他国的军事

冲突。

第三，新自由主义强调企业或理性个体有动机也有强有力的手段来支配国家政策

制定，这一假设则成为商业和平主义中关键的因果机制。 例如，麦克唐纳对于财产私

有制与和平政策相关性的研究强调理性个体在影响国家政策制定中的“搭便车”问

题。 任何影响国家政策制定的行为都是有成本的，在以公有财产为主体的情况下，从

成本最小化出发的理性个体会有强烈的“搭便车”的意愿。 这一集体行动问题的最终

结果会造成理性个体缺乏影响国家政策的动机和能力。④ 只有在私有财产占主体的

情况下，理性个体才有强有力的动机去确保自己的财产不被国家的侵略战争所破坏。

但不幸的是，西方商业和平研究中鲜有直接针对这一关键机制的案例研究和微观过程

追踪（ｍｉｃｒｏ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ｒａｃｉｎｇ），而是把这一假设当作理所当然。 即便是麦克唐纳的研究

也没能说明当国家政策制定不完全是被经济问题所支配的时候，商业利益对国家政策

制定有多大影响力。 在与民族主义、国家执政合法性、社会力量的不同诉求、精英集团

的内部分配问题等诸多因素的博弈中，商业利益如何才能确保支配国家政策制定，西

方商业和平理论研究对此过程往往语焉不详。

撇开这个因果机制的传导问题，更关键的挑战在于自由市场经济并不总是产生公

共产品（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而是不时地产生公共损害（ｐｕｂｌｉｃ ｂａｄ）。 乔格·索伦森（Ｇｅｏｒｇ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制度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不仅因为发达国

家经常在全球经济治理中采取双重标准，而且因为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近年来制造了

更多的“跨国界问题”，例如金融危机、政治动荡、环境污染以及非法跨国交易，包括走

·６３１·

　 商业和平论：一个理论批评
􀪇􀪇􀪇􀪇􀪇􀪇􀪇􀪇􀪇􀪇􀪇􀪇􀪇􀪇􀪇􀪇􀪇􀪇􀪇􀪇􀪇􀪇􀪇􀪇􀪇􀪇􀪇􀪇􀪇􀪇􀪇􀪇􀪇􀪇􀪇􀪇􀪇􀪇

①

②

③

④

该文已被学术界引用 １８００ 余次，是国际关系理论中高引用的代表性论文之一。 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ｏｙｌ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１１６１。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 “Ｐｅａ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ｒａｄｅ ｏｒ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８，
Ｎｏ．４， ２００５， ｐｐ．５４７－５７２．

参见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３６， Ｎｏ．２，
２０１０， ｐｐ．１４６－１６８。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ｐｐ．１５０－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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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洗钱和人口交易等。①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贸易的负面效应超过正面效应时，古典自

由主义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应有拒绝自由市场确保国内稳定的权利；这一观点显然和新自

由主义是有冲突的。 康德在被奉为自由主义理论开山之作的《永久和平论》一文中指

出，当贸易损害了他国利益的时候，该国应有权利拒绝被强加的国际贸易。② 在康德看

来，殖民贸易就是典型的“非正义贸易”；只有双方权益得到保障的公平、正义的贸易才

会带来和平。③ 康德特别引用 １７ 世纪中国和日本以国家干涉来阻止西方殖民者强加于

它们的殖民贸易，以此指出这样的国家干涉应该被看作正义和和平的。④

古典自由主义对商业和平的理解是“公平正义的”贸易才会带来国际和平，不是

“自由的”贸易就一定会带来和平。 这一观点在微观层面上似乎也比自由主义商业和

平能得到更多的理论支持。 在微观层面上，某些个体从贸易中获利较多，但某些个体

获利较少乃至利益受损。⑤ 自由经济中输家的政治和社会权益如何得到保护？ 收入

差距的扩大和固化是否会带来国内和国际层面上的和谐与和平？ 早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

代，爱德华·卡尔（Ｅｄｗａｒｄ Ｈ． Ｃａｒｒ）就对此提出过尖锐的批评。 卡尔认为自由市场必

然会带来个体利益的同质化（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个体需要将其原本多样化

的政治和社会目标修改并统一到经济利益上来，这必将导致政治和社会权力的再分

配，而这个过程不会是非常平稳的。 自由市场所预言的最终“平衡和和谐是在长期的

斗争和动荡之后才可能达到，而在这过程中伴随着很多个体从历史中被抹杀；自由市

场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些弱者的牺牲之上，但我们也应记得，它们曾是和我们一样的社

会个体，乃至兄弟姐妹”。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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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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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ｏｒｇ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Ａ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
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ｐ．４３．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Ｋａｎｔ， 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Ｅｓｓａｙ， ｐ．８４．另见 Ｐａｕｌ Ｇｕｙｅｒ， ｅ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ｍｐａｎ⁃
ｉｏｎ ｔｏ Ｋａｎｔ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Ｋａｎｔ， 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Ｅｓｓａｙ， ｐ．８５．
有意思的是，即便是亚当·斯密也对当时的西方殖民贸易有着诸多批评。 在亚当·斯密看来，当时的西

方贸易公司（例如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乃是“全球非正义的代理人”，这些公司不光损害被殖民地国家和社

会，它们同样“绑架西方国家的政府，破坏殖民母国社会改良以及正义和公平的自我治理的能力”。 在斯密看来，
贸易确实可以带来和平，但这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从贸易中获得发展和力量并最终赶上先进国家这一可能性之

上的。 这是一个现实主义而非自由主义和平机制。 参见 Ｓａｎｋａｒ Ｍｕｔｈｕ，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Ｖｏｌ． ３６， Ｎｏ． ２，
２００８， ｐｐ．１８５－２１２。

此即为国际贸易的分配效应。 国际贸易一方面会带来全社会的收入提高，但另一方面会损害某些群体，
例如本土生产效率较低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行业的利益。

Ｅｄｗａｒｄ Ｈ． Ｃａｒｒ，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Ｃｒｉｓｉｓ １９１９－１９３９：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Ｍａｃｍｉｌｌｉａｎ， １９３９， ｐ．４９．



当这一分配问题上升到国家层面，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 是否存在全球自由市场

对某些国家结构性不利，而对某些国家结构性有利的情况？ 国家作为暴力的垄断机

器，是否能和平地接受这样的结构性不公？ 崛起的发展中大国是否更应该关注贸易中

相对获利（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ｇａｉｎ）问题，即谁得到了自由经济产生利益中的大头这一问题？ 流

行于拉美的依附理论（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ｔｈｅｏｒｙ）就曾指出，全球经济结构建立和固化了经济

核心（即发达国家）和经济边缘（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工，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全球

体系中只能出口低附加值初级产品，从而长期处于结构性的贫穷状态。① 托马斯·皮

凯蒂（Ｔｈｏｍａｓ Ｐｉｋｅｔｔｙ）在其曾于 ２０１４ 年掀起热烈讨论的《２１ 世纪资本论》一书中也以翔

实的数据指出，自由经济体系下资本的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收入不公平会逐渐累积

最终带来政治和社会动荡。② 而且，如果把皮凯蒂的发现与经济学中的斯托尔帕—萨

缪尔森定理（Ｓｔｏｐｌｅｒ⁃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ｔｈｅｏｒｅｍ）结合起来，③我们也会发现资本富集的国家在

全球自由市场体系中获得的回报会高于其他生产要素（例如人口或土地）富集国家所获

得的回报。 如果说自由市场中作为输家的个体无力反抗整个体系就只能接受输家的命

运，那么全球自由市场体系下成为输家的国家是否也甘心接受同样的命运，而非使用手

中垄断的暴力手段进行反抗？

弗朗西斯科·古铁雷斯（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Ｇｕｔｉéｒｒｅｚ）总结了四点新自由主义政策可能会

导致更多国内和国际冲突的因果机制。④

第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进而引发社会动荡。

第二，“小政府”的政策偏好削弱国家和社会维持安全体系的力量。 与之相关联

的是私有化的深入会带来安全的私有化（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私人控制的暴

力力量可能引发更多的冲突。

第三，在地方各种制度不完整、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不够的情况下由外界强行

推动的民主化和经济地方化（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会引发寻租行为，导致地方割据和冲

突。 最终的结果不会是西方自由主义者们宣称的问题都解决，即所谓的“好事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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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于依存理论，参见 Ｓａｍｕｅｌ Ｖａｌｅｎｚｕｅｌａ ａｎｄ Ａｒｔｕｒｏ Ｖａｌｅｎｚｕｅｌａ，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１０， Ｎｏ．４， １９７８， ｐｐ．５３５－５５７。

参见 Ｔｈｏｍａｓ Ｐｉｋｅｔｔ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ｅｌｋｎａｐ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指出，相对价格的上升会影响生产中大量使用的生产要素的回报率。 反映到

国际贸易中，国家应该专注于能充分利用该国富集生产要素的产业。 例如土地广袤的国家应专注于农业生产和

出口，资本富集国家应专注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Ｇｕｔｉéｒｒｅｚ，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Ｇｕｔｉéｒｒｅｚ ａｎｄ Ｇｅｒｄ Ｓｃｈöｎｗäｌｄｅｒ， ｅｄ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ｂｅｒ⁃

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Ｕｔｏｐｉａ ｏｒ Ｄｙｓｔｏｐｉ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ｌｕｔ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ｐ．１３－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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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ａｌｌ ｇｏｏｄ ｔｈｉｎｇｓ ｃｏｍｅ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①而是导致国家权力落入地方强人手中，引发更

多的区域冲突。

第四，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结构带来国家层面上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导致经济民

族主义的升温，进而带来国家间更大的敌意。

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来总结，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层面上，新自由主义都将

制造出一个“失败者”群体。 当这个群体长期被固定在国内和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底

层，看不到变化的希望（即马克思所指的“异化”过程），他们则可能会使用暴力手段来

改变当前的制度。② 综上所述，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很可能与暴力冲突正相关，而不

像新自由主义理论宣称的那样会带来和平。

不幸的是，新自由主义和平理论的缺陷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一方面，西方学者将

新自由主义理论广泛应用在商业和平研究中，进一步发展了经济上相互依存与和平等基

本概念，从而阐明了基本概念之间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在方法论上，商业和平理论朝

着科学化的方向大步前进，大型数据库和定量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埃里克·加茨基

于 ２００７ 年发表在《美国政治学杂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上的论文

《资本主义和平》，鲜明地体现了当代西方商业和平理论的这两个发展方向。③

在这篇论文中，加茨基首先发展了自由主义中“相互依存”这一概念。④ 他指出资

本市场开放的国家能从国际投资中大量获益，而当国家试图采取侵略性的战争政策的

时候，政治动荡带来的资本撤出同样会对国家造成极大的损失。 因此资本市场越开放

的国家，国内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相互依存度就越高，也更倾向于采取和平的外交政策。

为了证明这一观点，加茨基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年度金融市场报告中搜集了世

界各国从 １９５０ 年到 １９９０ 年间金融市场开放度数据，并将其与战争关联（ＣＯＷ）数据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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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好事一起来”即西方早期政治和经济发展研究中认为只要采取和西方一样的政治经济制度，所有西方

社会所取得成就都可以整体被复制到发展中国家的思维方式。 参见 Ａｌｂｅｒｔ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Ｅｘｉｔ， Ｖ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Ｆｉｒｍ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Ｂｏｓｔｏ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０。

古铁雷斯使用“剥夺民权（ｄｉｓｅｎ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ｅｍｅｎｔ）”一词来描述这个过程，此概念与马克思描述的政治和经

济的异化不同之处在于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还伴随着文化乃至民族的异化和排斥过程。 参见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Ｇｕｔｉéｒｒｅｚ，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ｐ．３０。

加茨基的论文获得了 ２００７ 年度《美国政治学杂志》的年度论文奖。 参见 Ｅｒｉｋ Ｇａｒｔｚｋｅ，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Ｐｅａｃ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５１， Ｎｏ．１， ２００７， ｐｐ．１６６－１９１。

虽然资本主义和平的理论基础可以一路上溯到熊彼特的早期研究，但在加茨基的资本主义和平研究之

前，自由主义商业和平理论中的相互依存一般指的是贸易上的相互依存，这和早期国家间经济联系主要体现为货

物贸易也是有关的。 随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兴起，国际资本市场统合度提高，资本市场相互

依存对和平的影响开始进入商业和平理论研究的视野。



库等定量和平研究中的标准数据库合并，使用标准的时序—截面定量分析方法进行测

量。① 他的研究结果显示出金融市场越开放，两国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②

布鲁斯·拉西特（Ｂｒｕｃｅ Ｒｕｓｓｅｔｔ）和约翰·奥尼尔（Ｊｏｈｎ Ｏｎｅａｌ）的自由主义三角

和平理论③为自由主义范式下的定量分析建立了一个标准化的模型，其后的商业和平

定量模型大多建立在对拉西特和奥尼尔的模型的修改和调整之上。 加茨基的资本主

义和平模型即是如此，其定量模型为：

Ｌｎ［（Ｐｉｊ，ｔ） ／ （１ － Ｐｉｊ，ｔ）］ ＝ β０ ＋ β１（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Ｌｏｗｉｊ，ｔ－１） ＋ β２（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Ｈｉｇｈｉｊ，ｔ－１）

＋ β３（Ｔｒａｄ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Ｌｏｗｉｊ，ｔ－１） ＋ β４（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ｉｊ，ｔ－１）

＋ β５（Ｃｏｎｔｉｇｕｉｔｙｉｊ） ＋ β６（Ｌｏｇ＿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ｊ） ＋ β７（ＭａｊｏｒＰｏｗｅｒｉｊ）

＋ β８（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ｉｊ，ｔ－１） ＋ β９（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ｉ，ｊ，ｔ－１） ＋ β１０（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ｊ，ｔ－１）

＋ β１１（Ｓ － Ｓｃｏｒｅ，ｊ，ｔ－１） ＋ β１２－１７（ＲｅｇｉｏｎＤｕｍｍｙｉｊ）

＋ β１８－２０（ＴｉｍｅＳｐｌｉｎｅｓ） ＋ σ④

其因变量中 Ｐ ｉｊ，ｔ即表示在 ｔ 时间点两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其他各自变量定

义及其测量方法见表 ２ 总结。

在这些变量的基础上，加茨基使用标准的基于二元因变量的时序—截面模型（Ｂｉ⁃

ｎａｒｙ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简称 ＢＴＳＣＳ）来控制时间上数据相互影响的问题。⑤ 加

茨基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度与军事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显著负相关。 加茨基对主要变量

采用了不同的数据来源和测量方法来测试其结论的健壮性（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举例来讲，

加茨基使用了资本市场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的陈—伊藤指数（Ｃｈｉｎｎ⁃Ｉｔｏ Ｉｎｄｅｘ）⑥量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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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关于加茨基所使用的方法和数据的细节问题及相关批评将在本文第三节详细讨论。
加茨基的另一关键发现是当金融市场开放度变量得到控制后，民主政体对和平的显著影响消失了。 这意

味着被广泛观测到的民主国家间的长期和平并不是因为民主的原因，而是因为这些发达民主国家大多采取资本主

义发展模式并开放金融市场。 它们之间的和平不是因为民主政体天生就比较和平，而是因为资本市场相互依存带

来的“绑定”效应。 这一发现对西方流行的民主和平理论形成了直接挑战。 此发现并非本文中心论点，故在此略过。
Ｂｒｕｃｅ Ｒｕｓｓｅｔｔ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Ｏ􀆳ｎｅａｌ，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Ｐｅａｃ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 Ｗ． Ｎｏｒｔｏｎ， ２００１．
加茨基在其论文中并没有专门讨论随机干扰项是否存在异方差性和自相关性，而是强调其模型直接继

承自拉西特和奥尼尔的经典模型。 但本文后文讨论中将会指出，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正是加茨基数据和模型中

的一大弱点。 参见 Ｅｒｉｋ Ｇａｒｔｚｋｅ，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Ｐｅａｃｅ，” ｐ．１７３。
关于 Ｂｉｎａｒｙ ＴＳＣＳ 模型，参见 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 Ｂｅｃｋ，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Ｋａｔｚ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ｕｃｋｅｒ，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ｌｙ：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ａ Ｂｉｎａｒｙ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４２， Ｎｏ．４， １９９８， ｐｐ．１２６０－１２８８。

陈—伊藤指数同样是使用 ＩＭＦ 年度报告统计出的关于各国资本管制政策的数据。 此数据的最大优点在

于它是免费公开的，而 ＩＭＦ 年度报告需要另行购买。 加茨基发现此变量和他所使用的资本市场开放度变量高度

相关，可以用于取代他使用的基于 ＩＭＦ 年报的数据，置换后也不会影响最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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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原来的 ＩＭＦ 年报数据，但此不同度量得出的资本市场开放度依然显示与军事冲

突显著负相关。

表 ２　 加茨基资本主义和平模型变量组成

变量类型 变量名 数据来源 定义与测量方法

因变量 军事冲突（ＭＩＤｓ） ＣＯＷ Ｄａｔａ， ＤＹＭＩＤ
（Ｍａｏｚ􀆳 Ｄｙａｄｉｃ ＭＩＤ Ｄａｔａ）

有军事力量卷入的两国间冲突，
造成少于 １０００ 人死亡；超出 １０００
人死亡的冲突被定义为战争

主自变量
资本市场开放度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ＩＭ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参见 ＩＭＦ 年度报告。 资本市场越
开放，在此变量中获得赋值越高

控制变量

贸易相互依存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ＣＯＷ Ｄａｔａ 双边贸易总量除以该国 ＧＤＰ，得

出贸易总量占经济总量比重

民主度（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ｌｏｗ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Ｐｏｌｉｔｙ ＩＶ 或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 Ｄａｔａ

０—１０，数值越高该国政体越民主。
数据参见 Ｐｏｌｉｔｙ ＩＶ 数据库

发展程度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Ｗ ４􀆰 ０ 人均 ＧＤＰ，取对数

控制变量

国家利益相似度
（Ｓ⁃Ｓｃｏｒｅ） Ｓ Ｓｃｏｒｅ

按照各国在联大等国际组织投票
相似度等数据得出的两国兴趣利
益相似度标尺

地理接壤（ｃｏｎｔｉｇ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ＯＷ ４􀆰 ０ ０—１ 变量。 １ 表示两国接壤，发生

冲突的可能性提高

霸权（ｍａｊ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Ｗ ４􀆰 ０ １ 表示该国为主要霸权国家

军事结盟（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ＣＯＷ ４􀆰 ０ 某两国配对中任一国与他国存在
军事结盟关系，该变量为 １

国家能力（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ＣＯＷ ４􀆰 ０
源自战争关联数据库，衡量各国总
人口、城市人口、能源消耗、钢产
量、军费等占世界总量的百分比

地区（ｒｅｇｉｏｎ） ＣＯＷ ４􀆰 ０ 如两国同属同一地区，则赋值为 １
　 　 资料来源：此表中所列出的变量详细信息及其与因变量（ＭＩＤｓ）之间的关系参见 Ｅｒｉｋ Ｇａｒｔｚｋｅ，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Ｐｅａｃｅ，” ｐｐ．１７４－１７６； Ｃｕｒｔｉｓ Ｓｉｇｎｏｒｉｎｏ ａｎｄ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Ｒｉｔｔｅｒ， “ Ｔａｕ⁃ｂ ｏｒ Ｎｏｔ Ｔａｕ⁃ｂ：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４３， Ｎｏ．１，
１９９９， ｐｐ．１１５－１４４。

注：交互效应（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以及其他用于控制时序数据影响的变量未在此表中列出。

在下文中，我们将采用混合分析方法（结合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对以加茨基

模型为代表的商业和平论提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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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一书中，加里·金（Ｇａｒｙ Ｋｉｎｇ）、西德尼·维伯（Ｓｉｄ⁃

ｎｅｙ Ｖｅｒｂａ）和罗伯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以下简称 ＫＫＶ）定义社会科学研

究应当包含以下四个特征：（１）研究目的是推理因果关系；（２）研究过程须公开、可复

制；（３）结论带有不确定性；（４）关键在于方法而非结论。① 加茨基遵循了这些科学研

究的原则，将其数据和分析源文件在其网站上全部公开的做法为其他学者检验其研究

提供了便利条件。② 而其结论中带有的不确定性也意味着，由于可能存在的模型不完

善和数据不完整，资本市场开放度和国际和平之间的关联性尚待将来更多的科学研究

来证实。 本文后续内容将在严格遵守 ＫＫＶ 的科学方法论的条件下分析加茨基的模型

和数据，本文认为加茨基的研究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加茨基的实证研究存在数据不完整的问题。 加茨基所使用的 ＩＭＦ 年报中有

大量数据缺失，一些主要国家如中国、苏联、朝鲜、越南、安哥拉等缺乏资本市场开放度数

据。 这些丢失的数据导致加茨基数据库中有高达 ３９％的观察值（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没有被使

用到最终模型中。③ 换句话说，加茨基的资本主义和平模型只对 ＩＭＦ 有数据的 ３ ／ ５ 的国

家适用，而不是对所有国家都适用。 更关键的是，加茨基的数据缺失是非随机性的。 上

面列出的国家在加茨基所测试的时间段（１９５０—１９９２ 年）内大多与他国经历了多次军事

冲突。 换言之，加茨基数据中缺失的国家与军事冲突存在显著正相关。 将这些显著正相

关的数据点排除在最终模型之外会导致最后结论中包含系统性偏差（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ｂｉａｓ）。

其次，加茨基的实证研究面临概念测量不准确的问题。 如果概念测量的操作化过

程中存在问题，那么这一概念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和因果性也可能存在问题。 加茨

基的数据库包含了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１９９０ 年间各国资本市场开放度的数据，但是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到 ７０ 年代尼克松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之间，国际资本市场处于布雷顿

森林体系的严格管理之下。 而在 ７０ 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国际资本市场的

生态系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种变化带来了两个研究上的问题。 第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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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Ｇａｒｙ Ｋｉｎｇ， Ｓｉｄｎｅｙ Ｖｅｒｂａ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Ｑｕａｌｉ⁃
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ｐｐ．７－９．

加茨基使用 ＳＴＡＴＡ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相应的分析源文件和数据包在其网站上可下载：ｈｔｔｐ： ／ ／ ｐａｇｅｓ．
ｕｃｓｄ．ｅｄｕ ／ ～ ｅｇａｒｔｚｋｅ ／ 。

详细内容请参考 Ａｌｌａｎ Ｄａｆｏ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ｅａｃｅ： Ｃａｖｅａｔ Ｅｍｐｔ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５５， Ｎｏ．２， ２０１１， ｐｐ．２４７－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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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时期（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对资本市场开放的定义和理解可能不适用于布雷

顿森林体系时期。① 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各国资本市场开放度变量方差（ｖａｒｉ⁃

ａｎｃｅ）偏小，有犯“第二型错误”的风险。② 事实上，我们将加茨基数据中衡量资本市场

开放度的关键变量按时间拆分为两个变量（即 １９７１ 年前各国资本市场开放度和 １９８０ 年

后各国资本市场开放度），我们会发现第二个变量均值和方差均较第一个变量有明显上

升，意味着 １９５０ 年到 １９７１ 年间各国资本市场开放度总体较低，而国家间差异也较小。③

简言之，加茨基对其模型关键自变量（资本市场开放度）的处理存在两个潜在的问

题：一是概念的过度延伸（ｔｈｅ ｏｖｅｒｓｔｒｅｔｃｈ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二是数据的系统性缺失。 本文试

图通过将检验的时间段改为 １９９０ 年以后来修正这两个问题。 本文使用的数据检验的时

间段是 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０４ 年。④ 测试时间段起点选择在 １９９０ 年有两个好处：第一，可以避

开诸如冷战结束和新自由主义流行等全球系统性变量对因变量（和平与冲突）的影响，从而

避开一些潜在系统性变量未受控制的问题。 第二，这个时间段内各主要变量的数据完整性

大大提高，较少出现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前主要国家如苏联和中国的数据缺失问题。

再次，加茨基对资本市场开放度的操作化处理存在问题，即过度关注了政策制度

而忽略了实际市场中的资本流动带来的影响。 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商业和平理论

的因果机制。 传统的商业和平因果机制的关键是国家间商业利益交换的量越大，国家

间的相互依存性就越强，国家越是不愿因为战争而失去这样大量的利益。⑤ 换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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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换句话说，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资本市场与和平之间的因果机制可能更应归结为国际制度（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ｍ）的良好管理，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宣称的从资本开放和自由流动中获利的个体驱使国家采取和平的外交政

策。 在这期间资本流动是在国家和国际组织管理之下的，不应和新自由主义时期的资本流动作为同一概念处理。
第二型错误（ｔｙｐｅ ＩＩ ｅｒｒｏｒ）即将本来不显著相关的变量误判为相关。 由于 １９７１ 年前各国资本市场开放

度变化不大，此变量在此期间与冲突的关系可能并不显著。
１９７１ 年前各国资本市场开放度 ｃａｐｏｐｅｎＬ 变量均值为 ２􀆰 ４８（０ 为最小值，１０ 为最大值），方差为 １􀆰 ４９。

１９８０ 年到 １９９２ 年间（新自由主义时代），各国资本市场开放度变量均值为 ３􀆰 ２３，方差为 １􀆰 ６３。
本文使用数据截止到 ２００４ 年是因为当前战争关联数据库中因变量（ＭＩＤｓ）只更新到 ２００４ 年。 但这也带

来了时序—截面数据中年份值偏小（Ｔ＝ １５）的问题。 年份值偏小可能带来数据中时间上的相互依存性（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没有得到较好控制的问题。 按照时序—截面数据标准处理办法，本文使用了不同的方式来控制时序

上的相互依存性，并观察在不同的时序处理方法之下本文的数据分析结果是否发生变化。 我们发现，本文的结论

在所有时序控制方法之下均成立。 此分析过程详情请参见附录。
实际上，传统的商业和平模型中对贸易变量的操作化过程严格遵循这一对实际贸易量的强调。 凯瑟琳·

巴比里认为国际贸易对于安全政策的影响关键在于两点：第一，两国间贸易相互依存是否平衡。 第二，两国间贸易总

量对各自经济影响力有多大。 由此可以用 Ａ、Ｂ 两国间贸易总量除以 Ａ 国所有对外贸易量，获得两国间贸易对 Ａ 国经济

的影响（ＴｒａｄｅＳｈａｒｅａ），同样方法可获得两国间贸易对 Ｂ 国的影响（ＴｒａｄｅＳｈａｒｅｂ）。 这两个值的乘积再开方即反映两国间

贸易对各自经济的影响力，而这两个值之差的绝对值即反映两国贸易的平衡度。 巴贝里这一处理方法对贸易和平模型

有较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业界标准。 实际上，传统的商业和平理论模型中鲜有使用制度变量来衡量贸易与和平之

间的关系的，总量大小一直是商业和平因果机制中的关键点。 参见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Ｂａｒｂｉｅｒｉ，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
Ｐａｔｈ ｔｏ Ｐｅａｃｅ ｏｒ 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３３， Ｎｏ．１， １９９６， ｐｐ．２９－４９。



说，国家间实际的商业利益交流量很关键。 但加茨基所使用的资本市场开放度变量是

一个关于各国政府是否在“外汇、现金和资本账户上采取限制性政策”的集合，①是一

个政策的度量而不是国家间实际资本流动的度量。 资本市场政策制度固然在一定程

度上和实际资本流动量正相关，但两者间的因果关系可能受大量的潜在变量的影响。
举例来讲，某些国家虽然对资本流动控制较少，但由于其本身国家能力或经济发展程

度有限，并不能吸引来大量的外国投资，这就导致加茨基的新自由主义制度变量与实

际资本流动之间的脱钩。 然而资本主义和平要求从大量资本自由流动中获益的资本

家主动采取措施影响政府政策，这一因果机制在前述情况中并不成立。
最后，加茨基使用的新自由主义制度变量还会带来因果内生性的问题（ｃａｕｓａｌ ｅｎ⁃

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通常获益者游说政府是商业和平的关键机制，但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开放

政策乃是全球资本游说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因此，将资本市场开放政策放在自变量一

边是值得商榷的。 从收益—成本比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出发，在自由流动中获利的资本

应当专注于其收益最大化而不是花成本去提供政治秩序、社会公义等公共产品。 当政

治动荡来临之时，可以自由流动的资本最合理的选择不是去游说政府保持和平的内政

外交政策，而是转移到政治相对稳定的地区去。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资本不正常的大

量流动是和政治动荡及安全冲突正相关的，而资本市场的缺乏管制为这样的大量流动

打开了方便之门。
鉴于上文提到的这些问题，与加茨基所期待的资本市场开放带来和平不同，本文

提出一条资本市场开放与政治动荡之间的充分因果机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带来收

入不平等的加剧、政府和社会安全力量的削弱、地方割据和地区强人的寻租现象以及

经济民族主义的升温，最终可能带来政治动荡和安全形势恶化。 如果资本可以完全自

由流动，出于成本最小化的考虑，自由流动资本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会选择撤资到

政治安定的地区，而不是去影响政府的安全政策制定。 据此我们可以推出一个和加茨

基资本主义和平理论相反的假说：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下，大量资本在缺乏管制的

情况下流入或流出一个国家可能会带来经济和政治的动荡，进而造成安全风险上升。
使用实证数据测试这一假说的关键点，在于使用实际的资本流入和流出量与加茨基

的制度变量共同测量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国际和国内安全的影响。 实际上，不受控制

的资本外逃（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ｌｉｇｈｔ）对国内安定和国家安全政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所

述，本文将在两个方面对加茨基的资本和平模型做出改进：第一，测试的时间段改到较晚

的 １９９０—２００４ 年间。 第二，引入资本实际流动变量。 除此以外，本文还使用了混合方法

·４４１·

　 商业和平论：一个理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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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Ｅｒｉｋ Ｇａｒｔｚｋｅ，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Ｐｅａｃｅ，” ｐ．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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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ｘ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来解决定量研究中常常面临的“相关但不因果”问题，应用过程追踪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ｒａｃｉｎｇ）方法，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的阿根廷为例来呈现资本市场开放与政治动

荡之间的因果关系。 下面展示的是通过改进加茨基的模型而建立的一个新的理论模型。①

表 ３　 新模型所使用的基本数据及来源

变量名 取值范围 均值 方差 样本数 数据来源 说明

军事冲突
（Ｍｉｄｓ） ０—１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５９ １８５６３２ 战争关联 ４􀆰 ０② 因变量，１ 表示两国间发生了

军事冲突③

民主
（低值） １—１０ ２􀆰 ７８ ３􀆰 ２８ １８５６４６ Ｐｏｌｉｔｙ ＩＶ 数

据库④

两国中较不民主一国的政体
民主程度。 １ 表示不民主，１０
表示民主。 民主和平理论认
为此变量为影响两国间冲突
可能性的关键变量

民主
（高值） １—１０ ７􀆰 ４２ ２􀆰 ９９ １７７２７３ Ｐｏｌｉｔｙ ＩＶ 数

据库
两国中较民主一国的政体民
主程度

两国政体
差异

１—１０ ４􀆰 ５７ ３􀆰 ３２ １７７２７３ Ｐｏｌｉｔｙ ＩＶ 数
据库

用民主—高值减去民主—低
值，得到两国间政体差异。
崔承焕（Ｓｅｕｎｇ⁃Ｗｈａｎ Ｃｈｏｉ）提
出两国政体差异越大，发生
意识形态战争的可能性越
大。⑤ 此变量应与军事冲突
正相关

·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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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加茨基模型中还有另外一些受到学者们批评的地方。 举例来讲，阿兰·达福认为加茨基对数据时序上

相关性（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的处理有问题。 本文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是采用了三种不同的时序数据处理办

法：加茨基使用的三次样条（Ｃｕｂｉｃ Ｓｐｌｉｎｅ）办法、柯蒂斯·西格诺里诺和杰弗里·里特提出的时间平方和立方项

方法以及年度固定效应方法（ｙｅａｒｌｙ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来测试不同的数据处理方法对结果的影响，最终不同模型的结

果并没有显著不同。 参见 Ａｌｌａｎ Ｄａｆｏ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ｅａｃｅ： Ｃａｖｅａｔ Ｅｍｐｔｏｒ，” ｐｐ．２４７－
２６２； Ｃｕｒｔｉｓ Ｓｉｇｎｏｒｉｎｏ ａｎｄ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Ｒｉｔｔｅｒ， “Ｔａｕ⁃ｂ ｏｒ Ｎｏｔ Ｔａｕ⁃ｂ：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４３， Ｎｏ．１， １９９９， ｐｐ．１１５－１４４。 另外，加茨基模型中使用的因变量“军
事冲突（ＭＩＤｓ）”将国内冲突排除在外，只考虑了国际冲突的情况。 这一点已经受到广泛批评。 但因为这一因变

量来自在安全问题定量分析中得到广泛应用的“战争关联”数据库，在战争关联数据库完善其数据并加入国内冲

突的数据之前，本文暂时沿用加茨基对因变量的处理办法。
战争关联数据库的 ｃｏｄｅｂｏｏｋ 和免费数据可在其网站上下载：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ｏｆｗａｒ．ｏｒｇ ／ 。
如前文脚注中所指出的，这一变量作为国际和平和冲突的度量受到了广泛的批评。 此外，该变量也没有关

于“谁发起挑战破坏和平”的信息；０—１ 的取值过于简单，不能反映冲突的严重程度，不能反映随着时间进程冲突的

缓和或者加剧。 这些都是战争关联数据库中尚待改善的地方。 本文在此暂时沿用加茨基使用的战争关联数据库。
Ｐｏｌｉｔｙ ＩＶ 是民主研究中广泛使用的关于民主度的变量。 其数据可在其网站上下载：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ｙｓｔｅｍ⁃

ｉｃｐｅａｃｅ．ｏｒｇ ／ ｐｏｌｉｔｙ ／ ｐｏｌｉｔｙ４􀆰 ｈｔｍ。
Ｓｅｕｎｇ⁃Ｗｈａｎ Ｃｈｏｉ， “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ｅａｃ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Ｑｕａｒ⁃

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５５， Ｎｏ．３， ２０１１， ｐｐ．７５９－７６９．



续表 ３
变量名 取值范围 均值 方差 样本数 数据来源 说明

贸易相互依
存（低值）

－９􀆰 ８７—
１６􀆰 １３ ０􀆰 ２６ ０􀆰 ５３ １８５６５２ 战争关联 ４􀆰 ０ 此变量取值越高，意味着两

国间贸易上相互依存度越高

资本市场开
放度

－１􀆰 ８４—
２􀆰 ４８

－０􀆰 ５８ １􀆰 ２２ １８１３３０ 陈—伊藤指数

同样基于 ＩＭＦ 年度报告的关
于各国资本管制政策的变
量。 负值表示该国采取严格
的资本管制

资本净流入
量占 ＧＤＰ
百分比

－５４􀆰 ３６—
４３􀆰 ５９

－０􀆰 ０９９６ ３􀆰 ２ １１４６３２
世界银行 《 世
界发 展 指 数 》
（ＷＤＩ）①

计算方法参见正文说明。 负
值表示资本净流出，正值表
示资本净流入

人均 ＧＤＰ
（取对数）

４􀆰 １６—
１１􀆰 ４６ ６􀆰 ７５ １􀆰 ２７ １８４８３８ 战争关联 ４􀆰 ０

按当年美元计算。 此值有一
年前置量，即假定经济发展
情况需要一定时间来影响未
来政策制定

资本净流入
量（缺失
数据）

０—１ ０􀆰 ３８ ０􀆰 ４９ １８５５６２ 世界银行 ＷＤＩ

此变量为 １，表示该国在该年
资本流入流出数据缺失，不
计入最终模型内。 此变量用
于控制缺失数据的影响，确
保结论的健壮性

国家物质
力量

０􀆰 ０００００１—
０􀆰 １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７ １８５５６２ 战争关联 ４􀆰 ０

计算方法参见战争关联网
站。 此百分比为该国物质力
量占世界总量百分比

国家兴趣
相似度

－０􀆰 ３４—１ ０􀆰 ７１ ０􀆰 ２７ １８５５６２ ＥＵＧｅｎｅ，Ｓ⁃Ｓｃｏｒｅ 正值表示两国兴趣类似，负
值反之

结盟 ０，１ ０􀆰 ０５ ０􀆰 ０７ １８５５６２ 战争关联 ４􀆰 ０ １ 表示存在军事结盟

超级大国 ０，１ ０􀆰 ０７ ０􀆰 ２６ １８５５６２ 战争关联 ４􀆰 ０
１ 表示两国间至少有一国是
超级大国。 关于超级大国定
义，参见战争关联网站

接壤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１３ １８５５６２ ＥＵＧｅｎｅ １ 表示两国陆地接壤，发生冲
突可能性上升

表 ３ 总结了本文定量模型中使用的数据来源及取值范围、均值、方差等统计描述。

为保证研究的继承性和严谨性，本文除了引入的新变量之外沿用了加茨基所有变量的

·６４１·

　 商业和平论：一个理论批评
􀪇􀪇􀪇􀪇􀪇􀪇􀪇􀪇􀪇􀪇􀪇􀪇􀪇􀪇􀪇􀪇􀪇􀪇􀪇􀪇􀪇􀪇􀪇􀪇􀪇􀪇􀪇􀪇􀪇􀪇􀪇􀪇􀪇􀪇􀪇􀪇􀪇􀪇

① 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原始数据可在其网站上下载：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ｄａｔａ⁃ｃａｔａｌｏｇ ／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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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只是将数据取值范围改为 １９９０—２００４ 年间。 时间截至 ２００４ 年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战争关联 ４􀆰 ０ 数据库中目前关于因变量（军事冲突）的数据仅更新到 ２００４ 年。

数据结构与加茨基的资本主义和平数据完全一致，数据中每个观察点代表一个国家，

Ａ—国家 Ｂ—年份，整个数据库中共有 １８５６５２ 个数据点。

资本净流入量占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百分比是本文引入的关键变量。 在 ＷＤＩ 中

有多个变量可用作资本实际流入流出的度量，我们最终选择的是私人资本净流入占

ＧＤＰ 百分比这一变量。 两个原因导致了这个数据可能是 ＷＤＩ 中对资本市场自由流动

的最好描述：第一，和其他资本市场流动的度量比较起来，这一数据的完整性最好。①

第二，私人资本可能是对国内国际安全局势最敏感的群体，也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

策反应最敏感的群体。 在 ＷＤＩ 中，外国直接投资（ＦＤＩ）的数据完整性要比私人资本

流动这一变量更好，但直接投资与和平之间的因果机制可能更反映传统的商业和平理

论（即直接投资带来和平），②而不是本文期待的新自由主义资本流动对和平的负面影

响。 这是因为直接投资使得外国资本被“固定”在被投资国，成为一项不能移动的沉

没成本。 这一沉没成本使得投资者有充分的动力去影响投资和被投资国保持和平的

安全政策。 相对而言，在完全自由流动的市场环境里面，私人资本会在政治动荡的时

候快速撤离到相对安全的国家去，因此这一“游说政府保持和平的安全政策”机制并

不成立。③

在资本流入量占 ＧＤＰ 百分比数据基础上，我们使用在 ｔ 年的资本流入量占 ＧＤＰ

百分比除以上一年（ ｔ－１）的资本流入量，得到两年间资本流入量的变化量。 资金的

突然大量流入可能代表着国际热钱投机行为，而大量资金的突然流出则可能代表着

资本外逃，因此我们期待这一变化量与经济和社会动荡相关。 据此，本文提出的模

·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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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其他资本市场自由流动的度量包括股票市场（ｓｔｏｃｋ ｍａｒｋｅｔ）净流入资金占 ＧＤＰ 的百分比，债券期货市场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ｍａｒｋｅｔ）净流入资金占 ＧＤＰ 百分比，外国直接投资（ＦＤＩ）占 ＧＤＰ 百分比，政府融资（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占 ＧＤＰ 百

分比。 在这些变量中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政府融资的数据完整性较差。 在融合形成最终数据后，此三变量的完

整性均在 ４０％左右，导致最终数据库中超过一半的数据点不能使用到最终模型中，其中政府融资一项甚至有超过

８０％的数据缺失。 相比较之，私人市场资金流动量这一数据达到了 ６０％以上的完整性。 对于私人市场资金流动

量中缺失的国家和数据，我们尝试使用简单的估算赋值（ｉ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的方法来测试这些缺失数据是否带有系统性

偏见，其结论是这些缺失数据的影响被控制以后并不会改变本文的最终结论。 关于我们使用的估算赋值方法的

细节，请参见附录。
Ｓｏｌｏｍｏｎ Ｗ． Ｐｏｌａｃｈｅｋ， Ｃａｒｌｏｓ Ｓｅｉｇｌｉｅ ａｎｄ Ｊｕｎ Ｘｉａ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ｉｃｈｅｌｌｅ Ｒ． Ｇａｒｆｉｎｋｅｌ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ｇｉｏｓ Ｓｋａｐｅｒｄａｓ， ｅｄｓ．，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ｐｐ．７３３－７６２．

由于国家经济体量的不同，同样的资本流入量可能对不同国家造成不同的冲击。 为此我们使用净资本

流入量除以当年 ＧＤＰ，以此百分比作为资本流入量的度量。 另外，与其他经济类变量一样，此变量有一年的前置

期，这是因为经济类变量对政策产生影响需要一定的时间，依据此类模型的传统，此时间间隔被设置为一年。



型可记为：

Ｌｎ［（Ｐｉｊ，ｔ） ／ （１ － Ｐｉｊ，ｔ）］ ＝ β０ ＋ β１（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Ｌｏｗｉｊ，ｔ－１） ＋ β ２（ＲｅｇｉｍｅＤｉｆｉｊ，ｔ－１）

＋ β ３（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Ｌｏｗｉｊ，ｔ－１）∗（ＲｅｇｉｍｅＤｉｆｉｊ，ｔ－１）

＋ β４（Ｔｒａｄ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Ｌｏｗｉｊ，ｔ－１） ＋ β ５（Ｐｒｉｖａｔ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ｊ，ｔ－１）

＋ β ６（ΔＣａｐｉｔａｌＦｌｏｗｉｊ，ｔ－１） ＋ β ７（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ｉｊ，ｔ－１）

＋ β８（Ｃｏｎｔｉｇｕｉｔｙｉｊ） ＋ β９（Ｌｏｇ＿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ｊ） ＋ β１０（ＭａｊｏｒＰｏｗｅｒｉｊ）

＋ β１１（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ｉｊ，ｔ－１） ＋ β１２（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ｉ，ｊ，ｔ－１） ＋ β１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ｊ，ｔ－１）

＋ β１４（Ｓ － Ｓｃｏｒｅ，ｊ，ｔ－１） ＋ β１５－２０（ＲｅｇｉｏｎＤｕｍｍｙｉｊ） ＋ β２１－２３（ＴｉｍｅＳｐｌｉｎｅｓ）

＋ β２４（ＣａｐｉｔａｌＦｌｏｗＭｉｓｓｉｎｇｉｊ，ｔ－１） ＋ σ

其中黑体部分系本文在加茨基模型基础上做出的改进。 为确保知识的继承

性和与前人研究的可比性，本文完全沿用了加茨基模型的估算方法，即使用 Ｈｕ⁃

ｂｅｒ ／ Ｗｈｉｔｅ Ｒｏｂｕｓ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 的 Ｌｏｇｉｔ 回归，①加上按照纳撒尼尔·贝克（Ｎａｔｈａｎｉ⁃

ｅｌ Ｂｅｃｋ），乔纳森·卡茨（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Ｋａｔｚ）和理查德·塔克（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ｕｃｋｅｒ）提出的用

时间样条（Ｔｉｍｅ Ｓｐｌｉｎｅｓ）来控制时序相关性的估算方法。② 本文分析使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４􀆰 ０

版本。

多重共线性问题是回归模型必须要解决的前提假设。 如果两个自变量之间存在

相关，则最终的估算结果会有偏差。 加茨基测试了所有自变量之间的两两相关性，其

结论是所有自变量之间的两两相关性并不高。 最高的自变量间共线性出现在国家兴

趣相似度与民主高值变量间，为 ２９％。 其他主要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度均在 １５％左

右。 我们使用了加茨基同样的方法来测试本文模型中所有变量的线性相关度，最终结

·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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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Ｈｕｂｅｒ ／ Ｗｈｉｔｅ Ｒｏｂｕｓ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 不需要随机项正态分布，分布各向同性等传统回归模型必须满足的

假设。 在这些经典回归假设不满足的条件下，Ｈｕｂｅｒ ／ Ｗｈｉｔｅ Ｒｏｂｕｓｔ Ｅｒｒｏ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方法依然可以得到可供假设

检验的标准误，因此这一方法在数据间依存性很难排除，数据不严格正态分布，模型可能存在不足等复杂数据分

析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加里·金和玛格丽特·罗伯特斯总结了 Ｈｕｂｅｒ ／ Ｗｈｉｔｅ Ｒｏｂｕｓｔ Ｅｒｒｏｒ 常见的使用情况，其
中就包含了二进制时序—截面数据分析，也即本文和加茨基所使用的数据结构。 参见 Ｇａｒｙ 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Ｅ．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Ｈｏｗ Ｒｏｂｕｓ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 Ｅｘｐｏ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ｅｙ Ｄｏ Ｎｏｔ Ｆｉｘ，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ｔｏ Ｄｏ Ａｂｏｕｔ
Ｉ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ｏｌ．２３， Ｎｏ．２， ２０１５， ｐｐ．１５９－１７９。

在较早期的商业和平模型中，布鲁斯·拉西特（Ｂｒｕｃｅ Ｒｕｓｓｅｔｔ）和约翰·奥尼尔（Ｊｏｈｎ Ｏｎｅａｌ）也提出广义

估计方程（ＧＥＥ）估算方法能很好地使用 ＡＲ１ 时序模型来控制时序上的相关性。 在按照纳撒尼尔·贝克、乔纳

森·卡茨和理查德·塔克提出带时间样条（Ｔｉｍｅ Ｓｐｌｉｎｅｓ）的 Ｌｏｇｉｔ 估算方法（简称 ＢＫＴ 方法）即能很好地控制

ＴＳＣＳ 数据时序相关性之后，ＢＫＴ 方法成为二进制因变量 ＴＳＣＳ 分析中的标准方法，参见 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 Ｂｅｃｋ，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Ｋａｔｚ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ｕｃｋｅｒ， “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ａ Ｂｉｎａｒｙ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４２， Ｎｏ．４， １９９８， ｐｐ．１２６０－１２８８。 加茨基使用两种方法测试

了其分析结果，结论是两种方法得到的结论相同，而 ＧＥＥ 方法得到的结论对商业和平的支持更强，因此在加茨基

论文中只汇报了使用 ｌｏｇｉｔ 方法估算的结果，参见 Ｅｒｉｋ Ｇａｒｔｚｋｅ，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Ｐｅａｃｅ，” ｐ．１７４， ｐ．１７８。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论也与加茨基相同。①

首先，模型 １ 完整地重现了加茨基的资本主义和平模型，但是其关键的新自由主

义市场开放度变量是与国家间冲突正相关的，这和加茨基的结论刚好相反。 由于本文

数据选取的时间段和加茨基数据的时间段重叠很少，此结果差异也可理解为在加茨基

测试的时间段，资本市场开放政策确实可能和冲突负相关，但在我们测试的时间段，资

本市场开放度与冲突变为正相关了。 对于这一变化可能有很多解释，克里斯托弗·莱

恩（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Ｌａｙｎｅ）对自由主义和平理论的批评可以提供一些借鉴。 莱恩认为自

由主义和平理论和实证受困于因果内生性问题，即我们在 １９９０ 年前观察到的民主或

商业和平不是因为民主和商业会带来和平，而是因为一个奉行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全球

霸权的“向心”作用；换言之，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霸权和平，而不是自由主义的民主

和平或者资本主义和平。② 而在冷战后，全球霸权推行民主和资本市场开放的方式发

生了变化，民主干涉实际上带来了更多政治动荡，而本文所发现的这一相关性说明了

在后冷战时代，资本市场自由化也是与政治动荡和安全问题正相关的。

表 ４　 使用二元因变量时序—截面 Ｌｏｇｉｔ 回归方法估算军事冲突可能性分析结果

自变量
模型 １：加茨基资
本主义和平模型

模型 ２：崔承焕改
进的资本和平模型

模型 ３：对模型 ２
的进一步改进

模型 ４：引入资
本流动量变量

国家配对中民主—
低值

－０􀆰 ０９３∗∗∗

（０􀆰 ０２１）
－０􀆰 ０３６
（０􀆰 ０２８）

－０􀆰 １４４∗∗∗

（０􀆰 ０４１）
－０􀆰 ０８８∗

（０􀆰 ０４２）

国家配对中民主—
高值

０􀆰 ０５４∗∗∗

（０􀆰 ０１７）

两国意识形态差距
０􀆰 ０５８∗∗

（０􀆰 ０２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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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举例来讲，在本文数据中民主低值与资本市场开放度之间相关性为 ９％，与资本实际流入量之间相关性

为 ２％，与贸易依存度之间相关性为 １３％。 资本实际流入量与贸易量之间相关性为－２􀆰 ８％，与资本开放制度之间

的相关性为 ２％。 为节约空间，详细数据表格可向笔者获取。 加茨基的方法虽然能提供一个直观的统计数据来解

决自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但仍有大量批评定性地指出其自变量中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举例来讲，经
济发达国家可能大量依赖于国际贸易，因此发展程度变量与贸易依存度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 近年来，包括

加茨基在内的诸多商业和平研究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使用了更新的同时估计模型（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Ｅｓｔｉｍａ⁃
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来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 哈弗德·赫格雷、约翰·奥尼尔和布鲁斯·拉西特使用了 ＳＥＭ 模型重新估

算了拉西特和奥尼尔的自由主义和平模型之后的结论是，自由主义和平在新模型下依旧成立。 参见 Ｈåｖａｒｄ Ｈｅ⁃
ｇｒｅ， Ｊｏｈｎ Ｏｎｅａｌ ａｎｄ Ｂｒｕｃｅ Ｒｕｓｓｅｔｔ， “Ｔｒａｄｅ Ｄｏｅ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Ｐｅａｃｅ： Ｎｅｗ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４７， Ｎｏ．６， ２０１０， ｐｐ．７６３－７７４。

参见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Ｌａｙｎｅ， “Ｋａｎｔ ｏｒ Ｃａｎｔ： 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ｅａ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１９，
Ｎｏ．２， １９９４， ｐｐ．５－４９。



续表 ４

自变量
模型 １：加茨基资
本主义和平模型

模型 ２：崔承焕改
进的资本和平模型

模型 ３：对模型 ２
的进一步改进

模型 ４：引入资
本流动量变量

民主低值与意识形
态差距的交互效应

０􀆰 ０６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４９∗∗∗

（０􀆰 ０１２）

净资本流入量占上
年 ＧＤＰ 百分比

０􀆰 １１３∗∗∗

（０􀆰 ０３６）

净资本流入量变化
程度

０􀆰 ０７５∗∗

（０􀆰 ０２８）

资本流入数据缺失
－０􀆰 ７００∗∗∗

（－．１５５）

新自由主义市场开
放制度

０􀆰 １１２∗∗

（０􀆰 ０４７）
０􀆰 １１２∗∗∗

（０􀆰 ０４８）
０􀆰 １０８∗∗∗

（０􀆰 ０４７）
０􀆰 ０７６

（０􀆰 ０５１）

贸易相互依存
（低值）

－０􀆰 ０９２∗∗∗

（０􀆰 ０２５）
－０􀆰 ０９４∗∗∗

（０􀆰 ０２６）
－０􀆰 １２９∗∗∗

（０􀆰 ０２８）
－０􀆰 ２６８∗∗

（０􀆰 １０３）

人均 ＧＤＰ
（取对数）

０􀆰 ５２９∗∗∗

（０􀆰 ０７１）
０􀆰 ５３１∗∗∗

（０􀆰 ０７１）
０􀆰 ５８０∗∗∗

（０􀆰 ０７１）
０􀆰 ４８２∗∗∗

（０􀆰 ０７２）

国家物质力量指数
３０􀆰 １７３６∗∗

（９􀆰 ５４６５）
３０􀆰 １３０∗∗

（９􀆰 ５５７）
２７􀆰 ７６２∗∗

（１０􀆰 ６３２）
２５􀆰 ５３４∗∗

（１２􀆰 ３７８）

国家兴趣相似度
－０􀆰 ７７６∗∗

（０􀆰 ２６０）
－０􀆰 ７７４∗∗

（０􀆰 ２６０）
－０􀆰 ６４８∗∗

（０􀆰 ２６９）
－０􀆰 ８９１∗∗

（０􀆰 ２７５）

结盟
０􀆰 ０６５

（０􀆰 ４００）
０􀆰 ０６５

（０􀆰 ４００）
０􀆰 １６２

（０􀆰 ４３０）
０􀆰 １７０

（０􀆰 ４６１）

超级大国
０􀆰 ８０１∗∗

（０􀆰 ２５８）
０􀆰 ７９７∗∗

（０􀆰 ２５８）
０􀆰 ７７０∗∗

（０􀆰 ２６０）
０􀆰 ８２１∗∗

（０􀆰 ２６６）

领土接壤
９􀆰 ６９８∗∗∗

（０􀆰 ８１６）
９􀆰 ７３１∗∗∗

（０􀆰 ８２４）
９􀆰 ６１０∗∗∗

（０􀆰 ８２９）
９􀆰 ４０２∗∗∗

（９􀆰 ８５２）

常量
－８􀆰 ４６５∗∗∗

（０􀆰 ５５６）
－８􀆰 ５２５∗∗∗

（０􀆰 ５６９）
－８􀆰 ８０５∗∗∗

（０􀆰 ５６７）
－７􀆰 ９３６∗∗∗

（０􀆰 ５９２）

Ｎ 值 １７８９１４ １７３２１１ １７３２１１ １５５８２７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误；∗、∗∗、∗∗∗分别代表 Ｐ 值在 １０％、５％、１％的程度上显著。

模型 ２ 和模型 ３ 是对民主和平部分的一些改进，数据结果也符合模型的预期。 崔

承焕在其对加茨基的批评中指出加茨基模型的民主和平部分有缺陷。① 加茨基模型

·０５１·

　 商业和平论：一个理论批评
􀪇􀪇􀪇􀪇􀪇􀪇􀪇􀪇􀪇􀪇􀪇􀪇􀪇􀪇􀪇􀪇􀪇􀪇􀪇􀪇􀪇􀪇􀪇􀪇􀪇􀪇􀪇􀪇􀪇􀪇􀪇􀪇􀪇􀪇􀪇􀪇􀪇􀪇

① 参见 Ｓｅｕｎｇ⁃Ｗｈａｎ Ｃｈｏｉ， “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ｅａｃ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ｐｐ．７５９－７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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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民主和平部分认为，一个国家配对中的民主程度低值越低，两国越容易发生冲突。

而崔承焕认为民主和平的关键在于两国政权意识形态的差异，反映为两国政权民主度

的差值。 举例来讲，他认为两个民主度分别为 ０ 和 １０ 的国家配对，它们发生冲突的可

能性要大于一个民主度为 ０ 和 １ 的国家配对，尽管这两个配对中民主度的最低值都是

０。 崔承焕将这一变量称为“民主差异”。 本文建立的模型 ２ 即崔承焕提出的此改进

模型。

模型 ３ 是本文对崔承焕模型的进一步改进，其核心思想在于民主差异值变量与国

家配对中民主度较低值变量间存在交互效应（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举例来讲，同样的 ５

的差值，一个由民主度为－１０ 和－５ 的国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要大于一个由民主度 ５

和 １０ 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本文模型 ３ 即测试了这一交互效应的引入是否会对资本主

义和平的结论造成影响。

最终的模型 ４ 是本文要测试的关键模型。 在前述模型的基础上，模型 ４ 引入了三

个关键变量：资本流入量、资本流入量变化量、资本流入量数据缺失（用以控制丢失数

据带来的影响）。① 这个模型的结果反映了两个关键问题：首先，当我们引入资本实际

流动量的几个变量之后，加茨基的关键变量———资本开放制度———失去了其显著性。

这意味着资本开放制度变量与安全冲突之间可能的因果相关性被资本流动量变量

“拿走了”。 其次，所有的资本流动量变量都和我们期待的一致，与冲突显著正相关。

当一个国家资本流动量越大，其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当一个国家短期内资本

流动量的变化量越大，该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越大。 在基于模型 ４ 的预测基础上，

我们还进行了一个模拟现实估算（ｐｏｓｔ⁃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当我们把中美两国于

２００４ 年的实际数据代入这个模型中进行预测，可计算出当年两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

能性是 ０􀆰 ５８％。 如果我们设置一个虚拟现实，在这个虚拟现实中所有其他变量不变，

只是把两国间私人资本流动量从实际的 ２􀆰 ７３ 调整到本文数据中观察到的最大值 ４４，

那么模型 ４ 计算出在这个虚拟现实之下两国当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 １８％，提升了

３１ 倍。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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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模型 ４，有三点需要说明：（１）我们使用了多个估算缺失数据的方法来测试缺失数据对结论的影响。
这些估算方法的细节请见附录一。 （２）模型 ４ 使用了 ＢＴＳＣＳ 方法来控制时序和空间上数据点之间的相关性。 学

术界对于什么是最合适的控制时序和空间相关性的方法有争议，我们尝试使用了三种不同的方法来控制时序和

空间相关问题，其详细过程及结果在附录二中。 （３）对于引入这三个资本实际流动变量是否确实能改进原有模

型的问题，我们对这三个变量做了标准的受约束的 Ｆ 检验（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Ｆ⁃ｔｅｓｔ），测试的结果是 Ｆ 检验的 Ｐ 值小于

０􀆰 ０００１，加入这三个变量能显著改进原始模型。



五　 商业和平论：基于案例研究的反驳

１９７６ 年阿根廷发生军事政变，前阿根廷总统胡安·多明戈·庇隆（Ｊｕａｎ Ｄｏｍｉｎｇｏ

Ｐｅｒóｎ）的继任者、其夫人伊莎贝尔·马丁内斯·德·庇隆（Ｉｓａｂｅｌ Ｍａｒｔíｎｅｚ ｄｅ Ｐｅｒóｎ）

被软禁，军方领袖豪尔赫·拉斐尔·魏德拉将军（Ｊｏｒｇｅ Ｒａｆａｅｌ Ｖｉｄｅｌａ）自任阿根廷总

统。 新成立的军事独裁政权一方面继续开展“肮脏战争（Ｄｉｒｔｙ Ｗａｒ）”，①另一方面着

手开展所谓的国家重组进程（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对阿根廷的政治、经济

和社会进行严密掌控和重新调整。 军人独裁政权的出现，一开始是满足了阿根廷人民

对国内秩序的政治要求，但是随后的国家重组进程并没有显著改善阿根廷的经济状况

和社会发展状况。 正相反，从 １９７６ 年军人上台到马岛战争爆发以及阿根廷战败，阿根

廷的经济政策因为信奉新自由主义信条，导致资本市场对外自由开放，外资疯狂参与

阿根廷的内部投机活动，实体经济逐渐凋敝，贫富差距和贫困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经

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并最终传导到了政治领域，为了转移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矛盾，军政

府不顾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调停，执意与英国发生冲突，结果导致了更大的失败

和军政府在 １９８３ 年被推翻。 下文将详细展示对外金融和经济联系如何在一定条件下

会促使一国采取冲突和战争的对外政策。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阿根廷通货膨胀严重，经济衰退导致国际收支长期不平衡。 为

了改善国内的经济状况，魏德拉任命何塞·奥斯（Ｊｏｓｅ Ａｌｆｒｅｄｏ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 ｄｅ Ｈｏｚ）为经

济部长。 奥斯上任之后开始着手推行以稳定经济（主要是抑制通胀）和私有化为核心

的改革措施。 同时，借助奥斯本人与国际经济组织（主要是 ＩＭＦ）的特殊关系，迅速得

到了一些国际贷款来缓解国内的资本短缺问题。 作为交换条件，阿根廷政府放开了国

内的金融资本市场，允许外资和热钱自由进出阿根廷。 外资的大量流入短期内繁荣了

国内的资本市场，阿根廷的金融投机活动愈发活跃。 推动阿根廷经济进一步对外开放

的第二个举措是降低关税和升值比索。 然而，降低关税导致阿根廷的本土中小企业无

力在价格上对抗外国商品。 为了弥补实体经济中的损失，很多企业把部分资金转移到

投机活动之中。 到了 １９７８ 年，奥斯的经济改革计划祭出了最后一项政策：固定汇率制

度（ｐｅｇｇｅ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官方本意是试图用固定汇率制度来稳定市场预期和降低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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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义是政府在面对国内人民的罢工、社会不安、暴力或政治颠覆等行为所做出的回应，是一场由国家所

支持的战争，发动者以威胁、恐吓的手段来要求国家安定。 这里特指阿根廷于 １９７６ 年至 １９８３ 年间发生的政府镇

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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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通胀压力，然而市场并没有对固定汇率制度做出官方希望看到的反应。 这个局

面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国际因素和阿根廷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７０ 年代的

石油危机导致大量石油美元资本的出现。 这些国际资本的一部分涌入阿根廷，希望借

助阿根廷的经济调整期出现的特殊政策获得高额收益。 事实上，国际资本在这一时期

的投机活动不仅获利颇丰，而且风险非常小。 一方面，阿根廷官方为了吸引外资而在

国内维持了很高的利率；与此同时，因为这些资本大多是进入公共部门，所以阿根廷政

府对其进行了担保。 其次，阿根廷外债在此期间继续攀升。 因为阿根廷政府不断从国

际组织借钱和向国际资本融资，而本国的实体经济却并没有在比索升值的情况下出现

强势复苏的势头，这导致企业界始终对经济前景持悲观情绪，而在资本市场短暂繁荣

的背景下进一步刺激了通胀压力的释放。 最后，阿根廷的整个经济在新自由主义经济

改革措施实施后变得更加不稳定。 诚如前文所言，因为在金融领域的投机行为收益

高、风险小，所以阿根廷的经济核心迅速转移到了金融业。 因为政府完全开放金融市

场，资本可以自由出入阿根廷，导致国际资本可以轻而易举地逃离。 通货膨胀的压力

一直高企，投机活动愈加疯狂，居民收入占国家 ＧＤＰ 比重在低位徘徊，①贫富差距和

贫困问题没有得到丝毫解决，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最终使得严重的经济困难在 １９８０
年年初爆发。

到 １９８０ 年，企业的问题迅速爆发出来，高利率政策再也无法维持。 当年 ３ 月

份，央行最终允许了阿根廷最大的私有银行和其他三家大型银行破产。 政府为了

防止银行业的崩溃接收了这些银行的全部债务，这导致政府进一步出现财政压力

而被迫实施一些经济紧缩计划。 阿根廷的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在这一过程中遭受

的损失最大。 社会不满情绪随着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蔓延全国。 １９８１ 年，阿
根廷经济决策中枢更换了领导人，但已于事无补。 阿根廷比索继续贬值，最高幅度

达到 ４００％。 货币贬值对阿根廷的经济产生了致命的影响。 这是因为很多阿根廷

企业是从国际市场用美元融资，所以它们的债务都是用美元结算。 当比索对美元

贬值 ４００％之时，企业偿还债务的能力也就荡然无存了。 为了避免过多的企业破

产，阿根廷政府在接收了银行业的债务之后又把私营企业的外债通过国有化的手

段吸收进来。
阿根廷的案例很好地证伪了加茨基的理论。 由于积极信奉和实践新自由主义

的经济理念，阿根廷是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 在军政府执政期间，阿根廷

的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进出口数据都在大量增长（参见表 ５）。 在资本流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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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阿根廷居民收入占比国家 ＧＤＰ，１９７４ 年为 ４５％，１９７６ 年为 ２５％，１９８０ 年为 ３９％。



动方面，１９７６ 年政变发生时资本因为担心政局不稳出现外逃，而在军政府进一步开

放资本市场之后，大量资本开始进入阿根廷。 在 １９７９ 年，流入阿根廷的国际资本更

是高达 ４６ 亿美元。 即使在马岛战争发生之前的 １９８１ 年，还是有 １５ 亿美元涌进阿

根廷的资本市场。 按照加茨基的理论，在如此紧密的贸易和金融联系下，阿根廷是

不愿意发动战争的。 因为经济损失的成本会高于战争的收益。 事实上，在 １９８２ 年，

阿根廷确实因为战争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大量资本外逃进一步重创了国内经

济，进出口数据也大幅度下跌。 但是为何阿根廷政府还是会不顾这些损失去发动战

争呢？

表 ５　 １９７５—１９８４ 年阿根廷贸易和资本流动情况表

（单位：百万美元）

１９７５ 年 １９７６ 年 １９７７ 年 １９７８ 年 １９７９ 年 １９８０ 年 １９８１ 年 １９８２ 年 １９８３ 年 １９８４ 年

出口 ２９６１􀆰 ３ ３９１６􀆰 １ ５６５１􀆰 ８ ６４００ ７８１１ ８０２１􀆰 ４ ９１４３ ７６２６􀆰 ７ ７８３５ ８１００

进口 ３９４６􀆰 ５ ３０３３ ４１６１􀆰 ５ ３８５０ ６７００ １０５４０ ９４３０ ５３３６􀆰 ９ ４５１５ ４６００

资本流动 １９１􀆰 １ －３３２􀆰 ７ １２８６􀆰 ５ １１０１􀆰 ４ ４６６９􀆰 ５ ２５５１􀆰 ７ １４８９􀆰 ７ －２３２３􀆰 ５ －１４０３ ６８４􀆰 ３

误差 －１ －１９２􀆰 ２ －９７􀆰 ４ ３０􀆰 ８ １９７􀆰 ９ －２９８􀆰 ４ －２０８􀆰 ８ －３９９􀆰 ３ －３６３􀆰 ８ －８６􀆰 ９

　 　 资料来源：“Ｂａｌａｎｃｅ ｄｅ ｐａｇｏｓ ｄｅ ｌａ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ＢＣＲＡ，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Ａｎｕ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ｃｉｏ⁃
ｎｅｓ ｔｒｉｍｅｓｔｒａｌｓ ｄｅ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ｄｅ ｐａｇｏｓ，” ＢＣＲＡ， １９８５。

因为阿根廷经济在 １９７９ 年之后不断恶化，而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军政

府直到下台也没能再有所作为。 当国内局势开始威胁到军政府的统治且对内政策

已经完全失效的情况下，独裁政权寄希望于将国内注意力转移到对外关系上。 在

这一过程中，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国际资本流动本身并没有为阿根廷带来很多好

处。 或者更准确地说，阿根廷的对外金融开放产生了不均衡的利益分配结果。 国

际资本收益颇丰，并且全身而退。 部分国内大企业也在国内金融投机活动中受益。

而阿根廷的整个社会却在承受着所有的损失。 普通居民的工作收入在下降，贫富

差距在拉大，贫困人口增加，很多中小企业倒闭。 在这种背景下，阿根廷军政府必

须另寻合法性的基础以维系自身的统治。 因此，事实上是国际资本推动了阿根廷

与英国进行的马岛战争。 换句话说，不公正的资本带来的往往不是和平，而是战

争。 加茨基只关注了资本流动的表象，而没有考察资本流动的政治和社会影响。

只有用案例研究，我们才能深入地探析资本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所发生的影响和

作用。

·４５１·

　 商业和平论：一个理论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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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

得到严格的数据支持的社会科学理论可能成为被广泛接受的政治理论话语，对

政策制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举例来讲，民主和平统计相关性的发现就为世界霸权使

用外力干涉手段在他国推行民主化提供了政治理论和实证方面的注脚。 同样，资本

主义和平实证研究也具有成为这样的政治话语并影响西方国家的政策制定的潜力。

然而，如本文所述，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秩序可能不利于国际和平，不符合崛起的发

展中大国的利益，在资本缺乏的国家和人群中欠缺法理性。 为了更加审慎地对待商

业和平论，本文对其进行了细致剖析。 本文认为，以加茨基模型为代表的当代商业

和平论并不是一个非常客观可靠的理论。 一方面，当代商业和平论已经部分沦为新

自由主义的话语工具；另一方面，商业和平论的部分结论并不被实证数据所支持，在

很多地区并不成立。

批评一个被广泛传播的国际关系理论是有风险的。 这种风险部分取决于用哪种

批评方式。 如果是总结西方学者的批评，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批评框架，这种批评所

带来的风险比较小。 如果是作者通过考察原作者的模型并用新的数据来检验和修正

原模型，这种批评所带来的风险会比较大。 一方面，这种学术批评非常难以操作，做好

更是难上加难；另一方面，这种学术批评很难发现与原模型差异较大的结论。 本文是

按照后一种方法对加茨基模型进行了考察，在严格遵守 ＫＫＶ 的研究方法标准和尊重

原作者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之上，通过使用新的数据库和修正原模型的概念测量问题，

得出了与原作者截然不同的结论。 当前需要有更多的中国学者采用本文的批评方式

来不断丰富和发展既有的理论，进行理论创新和参与中西方的学术争论。

（截稿：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责任编辑：王鸣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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